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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系列意蕴深厚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本文以女性的视角对鲁迅小说中的女性进行解析，尤其是从封建礼教，生存环境，自我意识三个层面解读女性被异化的命运，从而达到消解女性异化颠覆男权文化，体现“启蒙”的创作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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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一语在西方人文科学中使用极为普遍，且其含义丰富多样。鲁迅描写女性异化，与西方人文思潮和文学影响有关，但更有他自己的独特探索。在作品中，鲁迅先生不仅用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历史社会中男女两性的诸多差异，也告诉我们差异本身不是悲剧，只有差异造成的奴役才是悲剧。当然，在他的作品中，更为深刻的剖析了“女性异化”这一概念，即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由于男权文化压力这一中介而产生的差异，造成了自我主体的全面丧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礼教思想、张扬个性主义思潮，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解放妇女是反封建中的最重要的一环。中国封建文化的等级观念制约着中国人生存的自省，几千年的传统中国未能产生最基本的人的观念。女性作为弱于男性的“第二性”的存在，是文明世界范围内的事实。在男权社会的文化体系中，居绝对优势地位的男权语境规范着女性的存在，使女性意识逐渐泯灭于宗法制度的禁锢下。这样，女性的自省意识委弃于宗法制度的铁蹄下是不难想象的。鲁迅先生的“立人”思想中也包括对妇女前途的思考。他是男性中心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及其文化的消解者、颠覆者。在其严厉的批判锋芒和深邃洞察中有着对女性细化深刻的把握。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学以个性解放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封建伦理道德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女性独立地位的简历。要达到女性姐夫的彼岸实现男女平等，其捷径是通过讴歌女性的伟大以确立女性的独立人格。在这种客观要求下，五四文学通过对母爱的讴歌，以伟大的圣母神话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种女性书写是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可接受范围内有限度的张扬，仍然是在乞求男性的施舍。父权制对女性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伦理观念各个方面做了全面的规范与禁戒，允许的和禁止的都异常清晰，女性在男权专制长期统治下不知不觉遵照男性意志形成了强烈的男性中心，失落了人格的完整性，身为奴隶却不知，只张扬男性社会肯定的“母性”，回避男性社会压抑的“妻性”，女性在这种男性话语下几乎出于失语状态。女性只有通过张扬“母性”才能肯定自己的性别存在，这种现象本身就是女性失语的写照。

然而，五四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启蒙，并未让中国女性根本上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鲁迅不仅从一个特定视角论述了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沦为奴隶的历史，而且强调女性的为奴史包含了更悲惨的内容。奴隶性格不仅由社会地位造成，也会由奴隶地位培养出来。鲁迅在《我谈“堕民”》[1]中痛苦地说：“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万想不到的罢。”鲁迅目光犀利，提示了人性的异化。鲁迅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异化的形象，揭示女性异化的背后是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

1、 封建礼教对人的异化

在人类历史上，继母权社会而来的父权社会，以愈趋激烈的竞争为机制，使男女两性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异化轨道”，但二者却有很大的不同，即“男人感到并承受着被物异化的力量”，女人却在“承受着被男人异化的力量。”[2]女性由此不可避免的沦为“完形奴隶”—从物质到精神、从生理到心理都被男性主宰着，遂使“靠男人”成为女性生存的普遍形态。同时，女性又在不由自主地将男尊女卑、女祸女贞、三从四德等本为封建的男权文化律令，内化为自身生存选择与文化选择。当女性有“被奴化”进入这种“自奴化”的阶段时也就“意味着女性创造权利的全面丧失，意味着女性存在的全面变异”。[3]这种作为“人”的异化，正是女性被“吃”的文化演示，在鲁迅小说中可以说得到了非常充分和深刻的艺术表现。

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构建的中心话语，就是揭露男权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其中“狂人”恰是深谙男权文化以赵贵翁、大哥及古久先生的簿子、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所喻征的奥秘“吃人”的叛逆者。但这只限于他“狂”的时候，正是在他出于被迫致狂的特定情境中，他才会游离男权中心话语，道出男权专制文化“吃人”的真相其中自然也包括着对女性的吞吃或异化。连“狂人”也疑心到由于掌握权力“管着家务”的“大哥”的操使，“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不仅如此，从“娘老子教的”、“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等“狂人”的恐怖体验中，也透露出女性已经严重异化的消息“娘老子”不仅自己早为男权传统文化所同化二期会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男权吃人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由“被奴”进至“自奴”更至“奴幼”，对下一代进行管教，使孩子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出自人母之口的“咬你几口”的家教话语，对“狂人”刺激十分强烈“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因之也最终从心底泛出一种挣扎着的声音—“救救孩子……”。显然，鲁迅不仅已经发现了“吃人”历史的一般性存在，而且发现了女性“被吃”、“被异化”，尤其是“自我奴化”与“奴化幼者”的悲剧存在。这正是“狂人”也是作者特别感到心寒、悲凉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说，《狂人日记》即是对整个男权“吃人”文化的艺术观照，也是对女性认同这种文化而导致自身异化的象征。这种艺术探索的意向在此后的一些小说中得到了连锁性的程度不同的呈示，特别是在《祝福》中，女性异化得到了整体与细部俱为逼真的揭露，简直可以说是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祥林嫂从男权社会中的一个尚有人惦记的“女仆”与“玩物”，最终成为人们“看得厌倦了得玩物”和不愿提起的不详的“谬种”。她根本不曾有过真正的“人之觉醒”，更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女性意识”。她所有的挣扎与反抗，那并未逾出男权文化设置的魔圈。她从“夫家”出逃，但却继续走着奴隶的路，并且不可避免地堕入以男权专制为特征的油“四权”政、族、夫、神四权构成的“异化之网”。尽管小说文本中并未写出封建政权、夫权对祥林嫂的直接的现实迫害，但这二者却作为男权文化的主要方面仍然隐在地发挥着巨大的“统治”作用。没有“官”出现，但祥林嫂被抢却显然有一种政权在庇护着这种行为，丈夫未直接出场殴打辱骂蹂躏祥林嫂，但她总是“属于”丈夫而非“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定，便给“族权”、“神权”提供了直接逼害、恫吓她的充分理由。“四权”的男性“权威”的确是有机制、有目的、有力度的，它可以使祥林嫂们失去姓名权，劳动权甚至是乞丐权和死后的平安。更为可悲的是，祥林嫂是无法识破男权社会这种凶险而狡猾的权术的，反而在文化心理的深层，充斥着男权文化的积淀物，使她的“生之挣扎”也带上了“坐不稳”奴隶与贞妇的特征。事实上，伴随其“逃”（逃出夫家）—“撞”（恐惧再嫁）—“捐”（捐门槛赎“罪”）— “问”（询问死后之事）—“死”（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的“祝福”之际死去）的主要生命历程，鲁迅向读者展示的，显然不是祥林逐步觉醒的过程，而是其怎样彻底异化为“非人”的女性惨史。从主导倾向上看，我们可以视《祝福》为男性在“祝福”、女性在“受难”的极为成功的寓言，也可以视为女性异化而丧失“人权”的艺术象征。尽管《祝福》中的女性并不都像祥林嫂那样死去，但她们自身及其话语，都大抵仍是男权主义的符号。譬如鲁四太太虽不像鲁四老爷那样以“可恶”、 “谬种”等恶毒语言来贬毁祥林嫂，但她也实际认同了鲁四老爷们的文化原则，视祥林嫂为不洁的女人，在家里“最重大的事件”即祭祀上，坚定地执行着丈夫的指令，禁止祥林嫂去染指祭祀器物。作为鲁家高级奴隶，鲁四太太确乎成了男权文化的代码。再譬如卫老婆子与柳妈，都不可避免地罩在男权社会的大网里，行事说话，帮忙帮闲的味极重，对眼前正在发生的女性悲剧，只会从命运或迷信的角度去看待。而这命运与迷信的观念恰恰是男权文化中最“灵验”的东西—对制约女性、戕害女性来说，正是如此。于是，卫老婆子与柳妈的“善行”、 “善心”都变了质，而实际成了男权专制社会“吃人”的帮凶。

二、生存环境导致女性异化

在被封建礼教统治的世界里，女性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无爱的人间”。她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压迫，正常的人性被扭曲变形，失去自我；在男权社会的重压下，她们除了被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所禁锢，受尽迫害，还要被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最后悲惨地了却一生。这无爱的人间，成了女性逃不出的死亡之谷。鲁迅曾指出“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4]鲁迅在这里说的“妻性”是自认“糟糠”的妻性，是“以夫为纲”的妻性，是“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礼记·郊特性》）的妻性。妻性的强化，也就是女子性本位的丧失，是女性自我角色的残缺。在传统的纲常名教下，“一个男子一生中最熟悉、觉得和自己最相似、并且可以公开地、无所顾忌地热爱的唯一女性往往就是他的母亲。同样，一个女子一生中既可以毫无保留地热爱、又可以无所畏惧地要求他对自己忠诚、热爱和感激的唯一男性就是他的儿子。”[5]祥林嫂和单四嫂并未因为失去丈夫而绝望，因为她们还有儿子，失子的打击使她们最终失去生活的支柱，妻性的压抑使她们将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母爱这份情感上，男权社会的性压迫使女性无权要求异性的爱，但封建礼教和男权文化却出于生殖文化与性政治的需要制造出母爱神圣的男权话语。对母爱大肆渲染，使女性的情感找到了抒发的渠道。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笔下残存的母性只是一种浑茫的母爱，革命烈士夏瑜的母亲和普通民众华小栓的母亲之间并不存在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差距，她们都有浑茫的母爱，对儿子的死亡悲剧缺乏真正的理解，所以在墓场华、夏之母是一样的空虚和茫然。这里鲁迅用了一个隐喻华、夏之母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所有母亲。浑茫的母爱在单四嫂身上也有突出的表现，在她痛苦地企望天明时，她想的是怎样去求何小仙，这样愚昧的母爱不但救不了孩子，也将她自己拉入对明天的恐惧。

《离婚》中的爱姑，在十五岁出嫁之后，克尽妇道，“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她却并未因此获得丈夫的爱，相反，那“小畜生”却“着了那烂婊子的迷”，要将她放逐了。爱姑基于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正统意识，为了恢复妻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斗。但她的“妻性”在变态的反抗中更导致了“小畜生”的失望，遂在慰老爷之后，又请七大人来支持自己，于是爱姑陷入了“完全孤立”，只能依赖自己拿原始反抗本能作最后的一搏了，然而她的村言野语和激愤不平，都抵不过七大人的一个“喷嚏”。何以七大人会有如此威力呢？这只要从“他”把玩古人“屁塞”、手握“小乌龟”的派头和“公婆说‘走’就得走”的话语中，就可以领悟的到，“他”实在就是“男权”的更高级也更荒诞的化身。其所代表的男权性政治、性文化压力所具有的的力度，恰好能够将爱姑心理积淀的奴隶情结激发出来，使其无意识中再次为男权所俘虏，“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在驯服这点上，女性的妻性与奴性获得了同一。为此，慰老爷、七大人们真要好好地喝一场“新年喜酒”了！

在鲁迅的女性三部曲《祝福》、《离婚》、《伤逝》三位女性的共同悲剧中，爱姑较祥林嫂是有自我意识的女性，虽然她的反抗是自发的、盲目的。而子君就更进一步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阻力与恋人同居。但子君与涓生无法实现平等，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关系再加上封建礼教下女性生活的种种枷锁和禁锢，势必会让女性沦为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

三、消解女性异化

从鲁迅小说中所揭露的“吃人”文化的大背景上，我们既看到了文本中展示出来的女性异化的现象，同时也看到了鲁迅鲜明地消解女性异化的倾向。这就是通过社会革命、男性批判、自我反思来逐渐达到消解女性异化的目的。

社会是压迫女性的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实体，女性要获得自由就必须改造这个造成女性存在非自由的现实社会，争取女性的社会权利，获得和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各个社会领域中既成现实的一个挑战。与此同时，在深受奴役的女性看来，她的第一个敌人既不是抽象的自然，抽象的社会和抽象的精神，也不是具体的社会。她的真正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男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女性的解放是更为艰难的，男性即使不能够在社会是争得“人”的地位，他们仍然能够回到家中享受男权社会给予他们的压迫女性的权利。反过来说妇女解放除了经历男性必然经过的反奴役过程，还要反抗性别奴役。女性在这双重压迫下，健康的人性发生异变，就成为必然的结果。男性是奴役女性的罪魁祸首，正是男性压抑的女性的自然本能，正是男性剥夺了女性的社会权利，正是男性扭曲了女性的精神世界；正是男性把女性变成了家庭的奴仆、生育的机器和供男性淫乐的工具。因此，男性是造成女性存在的非自有的真正根源。他是国家机器的装修者，他是经济命脉的控制者，他是法律条文的制定者。因此，女性要解放自己就必须批判男性，这是消解女性异化的媒介之一。

然而，光是社会革命和男性批判还远远不够，这样并不会使女性的生存达到应有的理想状态、获得真正的自由。女性已经被内在的全面的异化了，因此，女性也需要自我的反思。这是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是女性对自身存在的特殊性的探秘，它观察到的不再是男性眼中的女性，而是女性眼中的自己，因此，它既是女性的一种自我反思，也是女性对男性经验的一种积极有效的否定。女性的社会地位不再是卑弱的、次等的，不再是生育的机器，更不是男人的附属。认识自我，反省自我！是女性人格成熟的标志。它反映了女性开始为自己的生存状态而承担责任，而一个勇于对自己的生存负责的人，一个有着生存的责任感的人，必然是一个独立的人，而独立性正是一个人人格成熟的标志。

总之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必定是一条曲折之路，而且这条路必定会走得尤其艰辛而漫长。然而我们欣喜的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女性也在逐渐走向解放，她们摆脱了封建礼教，冲破了种种礼教束缚，并以越来越独立的姿态站在社会大潮之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每位女性都会以一种攀摘花朵那样优雅的姿态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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